
弱权即公理∗

———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杨　 原

　 　 【内容提要】 　 实力优势即权力优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 根据该常识,不对

称冲突中强国获胜概率应当大于弱国获胜概率。 但现有不对称冲突研究普遍忽视了

对强国与弱国获胜概率的横向比较,因此这种直觉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 针对这一空

白,作者提出了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理论。 该理论认为,冲突双方的决心对比是决

定大多数国际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强国与弱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会导致双方决心对

比的反向不对称,而弱国所拥有的相对决心优势又会因选择效应进一步增大,因此在

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而不是弱国更可能向对方让步。 该理论基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

1946—2017 年数据的统计检验,在一定条件下挑战了“强权即公理”这一国际关系基

本常识。 除迫使我们反思实力与权力的关系外,决心选择理论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安全秩序为何得以保持和延续、大国权力竞争方式为何由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

换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解释视角和解释机制。 更重要的是决心选

择理论提示,国家间互动结果存在现有三大理论范式均未充分注意到的“决心选择”

逻辑,这为范式层面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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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强国和弱国发生冲突时,谁的获胜概率更大? 国际关系学界将实力相差悬殊的两

方发生的冲突称为“不对称冲突(asymmetric conflict)”,①因此本文的直接研究对象是

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但上述研究问题不仅涉及不对称冲突的结果这个中层理论议题,

还涉及权力这个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 权力指行为体 A 让行为体 B 做后者原本不愿

做的事的能力。② 根据该定义,A 和 B 存在偏好和意愿上的冲突是 A 对 B 拥有权力的

前提;B 最终选择让步和服从是 A 对 B 拥有权力的体现。 从这两方面看,强国和弱国

发生冲突意味着双方存在偏好和意愿上的冲突,其中一方获胜意味着另一方最终选择

了让步和服从,因此“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还是弱国的获胜概率更大”这一问题的本质

是“在强国和弱国发生冲突时,谁的权力更大”。

“强国还是弱国的权力更大”乍看之下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 在《伯罗奔尼撒

战争史》所记载的那段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非常直白地表示:“公正的基础

是双方实力均衡。 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

切。”③这个被后世概括为“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的论断代表了人们对政治结

果的普遍印象,④并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被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不断复述。 例如,汉

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大国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小国的国

家”,而小国“反过来不能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大国”。⑤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实力更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决定博弈的性质和规则。⑥ 罗伯特·杰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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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ervis)认为,小国相对弱小的实力使得它们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力更小。① 罗

伯特·阿特(Robert J. Art)认为,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更有能力左右其他国家。② 相

应地,大量研究认为物质实力能够正向决定冲突结果。③ 甚至有学者据此反过来将冲

突结果作为测量国家实力的核心指标。④

“强权即公理”还是诸多以国际冲突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或隐

含前提。 如均势理论和安全困境理论隐含地假定,实力差距越大,强者获胜的概率就

越大,因而弱者增强实力制衡强者的动机越强烈。⑤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实力优势

意味着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实现自身实力最大化。⑥ 权力转移

理论和霸权稳定论认为,实力差距越大,越不会有国家挑战霸权国。⑦ 理性主义讨价

还价理论明确假定,相对实力决定进攻方战胜防御方的概率。⑧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

实力更强的一方更可能是被依赖的一方,享有更大的谈判优势。⑨ 威慑理论认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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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报复能力是避免打击的必要条件。① 可以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一多半都

是构筑在实力优势即权力优势这一地基之上。

然而,这个地基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牢靠。 事实上,大量关于不对称冲突中强国失

败或弱国获胜原因的研究本身就间接质疑了“强权即公理”命题的“公理性”。② 较早

的一些实证研究已经提示,物质实力与冲突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③ 近期尝试以冲

突结果反向测量国家实力的学者也承认,战争相关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对冲突

结果的预测准确率只比随机猜测高 1%,而他们通过现代机器学习技术所建立的争端

结果预期指数(DOE)的预测准确率也只有 20%。④ 这样的结果进一步提示,物质实力

不是决定国家间争端结果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强

国难以击败弱国以及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的普遍现象,很早就有学者

提出了“弱国权力悖论(paradox of weak state power)”。⑤

尽管这些研究特别是不对称冲突研究众说纷纭,但都存在一个突出的盲点,即孤

立地研究弱国获胜或强国失败的原因,只研究什么因素会降低强国(或提高弱国)获

胜的概率。 这些研究即使结论完全正确,但由于其缺乏对强弱国胜率的横向比较,我

们也无从知道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究竟是特例还是常态,无从确定强国和弱国谁的

胜率更大,进而也就不可能对发生冲突时强国和弱国谁的权力更大做出准确判断,更

不可能对强国和弱国胜率的差异提供统一连贯的解释。 这一研究盲点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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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学界对强弱国权力关系的深入理解。

为弥补上述缺陷并更新学界对实力不对称双方权力关系的认识,本文提出了

决心选择( resolve selection)理论。 该理论通过区分纯粹暴力( brute force)和胁迫

(compellence)两种武力使用方式在作用机制上的差异,认为冲突双方的决心对比

是决定大多数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 在不对称冲突中,由于弱国在冲突中的利害

( stake)以及对冲突成本的容忍度往往更高,因此弱国的决心水平通常高于强国。

更为关键的是,弱国的决心优势会因选择效应( selection effect)进一步增大:在实力

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决心较低的弱国不会选择与强国发生冲突,冲突的发生会“过

滤”掉这类弱国,只保留决心较高的弱国;但强国由于其实力优势,冲突发生对其决

心的选择效应相对有限。 简单来说,强国与弱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会导致双方决

心对比的反向不对称,同时还会导致双方选择效应强度的不对称,进而进一步强化

双方决心对比的反向不对称。

决心选择理论据此提出了三个其他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同时提出和解释的预言:其

一,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发起的冲突,弱国获胜的概率都大于强国获胜的概率。 该预

言是决心选择理论核心思想的自然推论。 其二,强国发起冲突时弱国相对强国的胜率

优势比弱国自己发起冲突时弱国的相对胜率优势更大。 其三,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等

待对方发起冲突都好过自己发起冲突。 基于国际危机行为(ICB)数据库 1946—2017 年

数据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三个预言。

这里需要做出三点提醒说明。 首先,决心选择理论上述观点成立的根本前提是存

在不对称冲突。 在强国和弱国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一方当然也可能直接向另一方做

出让步,①而且弱国让步的可能性有可能大于强国让步的可能性。 但如前所述,由于

双方偏好存在分歧是权力存在的前提,而当双方未发生冲突时,我们难以从外部评估

一方向另一方的让步究竟是基于后者的权力还是基于前者的主观偏好,因此不对称冲

突的结果是评估强国和弱国权力关系的主要经验依据。 本文的研究表明,至少在不对

称冲突这个最直接反映国家间相对权力关系的现象领域,“弱权即公理”比“强权即公

理”更有理论和实证依据。

其次,决心选择理论所发现的“弱国胜率大于强国胜率”规律是概率性的。 决

心选择理论解释的是大量不对称冲突中强国与弱国获胜概率的分布,而不寻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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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某一个具体的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这意味着简单枚举一个或几个弱国输给强国

的“反例”不能证否该理论。 这类似古典概型理论可以预测当扔硬币次数足够多时

硬币正反面向上的次数趋于相等,但无法预测下一次扔硬币的结果是哪一面向上,

同时也不能因连续出现若干次正面或反面而否定正反面向上概率各为 1 / 2 这个

结论。

最后,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胜率大于强国胜率,不意味着国家追求强大是无意义的,

更不意味着国家应当追求弱小。 弱国胜率更大只是一种“概率”,并不保证每一次不

对称冲突中弱国都能获胜,弱国无法确定下一场与强国的冲突自己一定会获胜。 对弱

国来说,哪怕在与强国的 100 次冲突中获胜了 99 次,但只要有一次失败,其后果往往

都是其决策者无法承受的(这也正是弱国决心水平通常高于强国的原因)。 而对强国

来说,哪怕在与弱国的 100 次冲突中全部失败,其后果也都在可承受范围内。 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在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在内的多次不

对称冲突中屡遭败绩,但其超级大国地位一直保持至今,而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小国只

要失败一次,就有政权覆灭之虞。

二　 既有不对称冲突研究的盲点

学界对不对称冲突结果的既有解释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弱国实力

这类解释的核心思想是,看起来实力弱的一方,其(真正发挥作用的)实力可能并

不弱。① 汤姆·朗(Tom Long)认为,小国的实力不仅限于自身资源禀赋等固有(intrin-

sic)实力,还包括派生性(derivative)实力和集体性(collective)实力:前者指小国可以

与大国建立合作关系,获取大国的援助;后者指小国可以与其他小国组建多边机制,发

挥强制性或制度性影响。② 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I. Handel)进一步认为,弱国的

大部分实力是派生性的,这是弱国得以提升谈判地位、维护自身安全的最重要因素。③

杰弗里·雷科德(Jeffrey Record)更明确地指出,弱势一方能否获得外部的军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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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支持,是决定不对称冲突结果的最重要因素。①

除了扩大弱国实力的范畴,这类解释还试图区分强国与弱国的总体实力和具体议

题领域的实力对比。 威廉·哈比布(William Mark Habeeb)认为,尽管弱国在总体实

力上弱于强国,但在争端所涉具体议题上的实力有可能更强。② 蒂摩·基维马基

(Timo Kivimaki)和安妮特·福克斯(Annette Baker Fox)等认为,尽管强国总体实力

更强,但其关注的问题也更多,难以将全部实力投入某一特定议题。 相反,弱国往往只

关注极少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这种专注度上的优势能够转化为弱国的战略

优势。③

这种解释本质上仍是实力决定论,存在三点明显缺陷:首先,强国同样具备派生性

实力和集体性实力。 因此这类研究本身也承认,如果强和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

那么强国和弱国间的每次冲突结果将总是有利于强国。④ 其次,这种归因的“原因”和

“结果”可能不相干。 依赖他国和国际制度可能只是小国为弥补自身实力不足的一种

无奈选择,⑤而当“弱国权力现象(weak state power phenomenon)”发生时,很多时候是

由于大国的某种能力缺陷或政策失败而非源于小国本身的因素。⑥ 最后,可能存在相

反的归因逻辑。 弱国所拥有的某种重要战略地位(如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反而会

增加强国对其采取进攻性策略的动机。⑦

(二)冲突目标

这类解释的核心思想是,强国在不对称冲突中的失败与其向弱国提出过高要求有

关。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认为,胁迫要求越高,胁迫成功率越低。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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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西亚拉(Adam Cianciara)将强国的目标划分为变革性和非变革性两类:前者指

改变弱国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后者指胁迫弱国做或不做某事,但不寻求改变其政

治或社会经济秩序。 他认为,强国追求前一种目标更容易失败。① 菲尔·霍恩(Phil

Haun)进一步指出,实力优势会提高美国在与弱国发生冲突时对结果的预期,使得美

国倾向于向弱国提出更高要求。 如果这些要求苛刻到弱国一旦让步就将危及其国家

或政权生存的程度,那么只要还有抵抗的手段,弱国就不太可能对强国让步。② 其他

一些经验研究也显示,当强国的要求威胁到弱国的主权和政权生存时,弱国除反抗外

别无选择。③

但也有学者质疑这种看法。 阿特的研究发现,胁迫目标与结果之间没有相关

性。④ 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B. Downes)则指出,胁迫方的目标如果是变更对方

政权,其成功率反而很高(80%)。⑤ 帕特里夏·沙利文(Patricia L. Sullivan)区分了两

种冲突目标:一种不需要对手合作,只凭借纯粹暴力就能实现,包括吞并土地和推翻政

权;另一种则需要对手合作,本质上是一种武力胁迫。 沙利文认为,强国在追求前一种

目标时反而更有把握获胜,在追求后一种目标时更容易因高估自己对成本的容忍程度

而失败。⑥

(三)冲突过程和方式

这类解释的核心思想是,不对称冲突的结果可以用强弱双方的战略互动、威胁

可信度、让步的声誉损失以及冲突的预期成本等同冲突过程和冲突方式相关的因素

解释。

伊万·阿雷金-托夫特( Ivan Arreguín-Toft)将冲突双方的战略划分为直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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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approach)和间接战略( indirect approach),前者是指常规的军事进攻与防御,

后者是指游击战、恐怖袭击和非暴力抵抗等非常规冲突方式。 托夫特认为,弱国如果

采取和强国一样的战略(直接对直接或间接对间接)必然遭遇失败。 只有当弱国采取

与强国相反的战略时才可能避开强国的优势取得胜利。① 这种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

其解释范围有限。 选择与弱国所选战略相反的战略显然不是强国的纳什均衡选择,

这意味着弱国想通过这种非对称战略获胜只能寄希望于强国的非理性决策。 此外,

不对称冲突并不一定会升级至战争,非战争状态下的不对称冲突结果难以用该理论

解释。

戴安娜·普丰德施泰因·张伯伦(Dianne Pfundstein Chamberlain)将威胁可信度

细分为即时可信度( immediate credibility)和最终可信度(ultimate credibility)两类,前

者是指胁迫方实施威胁的可信度,后者是指胁迫失败后胁迫方升级暴力的可信度,两

者须同时进行可信胁迫才能成功。 胁迫方相对实力越大,威胁的即时可信度越高,但

这也意味着即时威胁信号所负载的成本更低,使得威胁的最终可信度更低,从而导致

胁迫失败概率上升。② 该理论最明显的缺陷是认为相对实力与即时可信度成正比、与

最终可信度成反比。 这意味着,无论相对实力占优势还是劣势,即时可信度和最终可

信度都不可能同时具备,因此该理论事实上并不能够解释胁迫结果的变化。

托德·赛克瑟尔(Todd S. Sechser)认为,弱国对自身在危机中让步的声誉成本

更敏感,更担心因自身的让步而增加未来再次遭遇强国挑战的风险。 而实力优势又

会促使强国低估弱国的声誉成本,使其不能充分弥补这种成本,由此增加弱国反抗

的意愿,削弱强国威胁的有效性。③ 梅拉妮·西森(Melanie W. Sisson)指出,如果冲

突的实际成本超过了事前(ex ante)的预期成本,国家将减少资源投入直至完全退出

冲突。 双方实力差距越悬殊,强国的预期成本就越低,在战争持续、成本不断累积的

情况下,强国就越有可能首先退出。④ 声誉成本涉及冲突的利害,预期成本涉及成本

容忍度。 下文将指出,这两个看似无关的视角可以被整合进以决心为核心概念的统一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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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解释以及前述关于不对称冲突结果的其他解释存在一个共同的研究盲点,即

孤立地研究弱国获胜或强国失败的原因。① 受此影响,学界对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

究竟是特例还是常态缺乏清晰认识。 既有学者认为弱国获胜是特例或少数情况,②

也有学者相信强国失败是普遍现象甚至是国际危机的持久特征。③ 不确定不对称冲

突中强国和弱国谁的胜率更大,就无法对强国和弱国谁的权力更大做出准确判断和

解释。

(四)冲突发起方

主流观点认为,冲突发起方更有可能获胜。④ 这提示谁先发起冲突可能是影响不

对称冲突结果的另一个变量:如果发起方是强国,其权力优势会被进一步放大;如果发

起方是弱国,主动出击所具有的战术优势甚至能够弥补其实力的不足。⑤ 但也有研究

认为,由于各种心理和物质原因,维持现状者(反应方)往往比挑战现状者(发起方)的

决心更大,因而获胜概率更大。⑥ 这些相互矛盾的认识进一步制约了对不对称冲突双

方权力关系的理解。

三　 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理论

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部分提出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理论。 该理论通过阐释

三个命题预测并解释强国与弱国获胜概率的差异:第一,决心决定实质是胁迫的有限冲

突的结果;第二,弱国的决心水平通常高于强国;第三,选择效应会增大弱国的决心优势。

(一)决心与有限冲突结果

按照目标的不同,可将冲突分为有限冲突和无限冲突两类:前者是为了实现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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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目的,①如中英鸦片战争;后者是为了消灭或者彻底击败或支配对手,②如日本侵

华战争。 在这两类冲突中,物质实力分别通过胁迫和纯粹暴力两类完全不同的机制发

挥作用。

纯粹暴力通过从肉体上消灭对手或者使对手丧失反抗能力以实现目标。 在使用

纯粹暴力的过程中,对方是否有反抗的意愿并不重要甚至毫不相关,对冲突结果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双方的总体实力对比。 与纯粹暴力不同,胁迫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

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对手,而是说服对手改变行为,③因此需要目标国的主观合作。④ 一

国如果想通过胁迫让他国做其本来不愿做的事,必须通过操纵服从与不服从的成本和

收益来说服该国。⑤ 前者的武力威胁固然会增加后者不服从的代价,但只要后者仍然

是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行为体,那么再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其一定会服从,特别是在

其认为服从比不服从的代价更大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在冲突的本质是胁迫的情况下,实力对比对冲突结果的影响相对间接,

更直接的影响因素是双方将冲突进行下去以及愿意为此支付更多成本的意愿,这种意

愿就是决心。⑥ 冲突双方谁对冲突成本更敏感、⑦谁先达到成本承受的“临界点”,⑧谁

就将首先从冲突中退出;相反,谁承受冲突成本的意愿更强,谁就会在冲突中比对方坚

持更久,从而获得胜利。⑨ 在有限冲突条件下,谁拥有更大的决心,谁就更有可能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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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己意愿的方式避免或者结束冲突。① 无限冲突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罕见

的,②1945 年以后更是近乎绝迹。③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相关实证研究反复证明,决心

对比是决定国家间军事冲突的关键因素。④

(二)不对称冲突中的决心对比

如前所述,决心是指一国将冲突进行下去以及愿意为此支付更多成本的意愿。 根

据这一定义以及学界的现有认识,一国在冲突中的决心大小取决于其对退让成本和冲

突成本的容忍程度。 退让成本是指做出让步的后果,对该后果的容忍程度由本国在冲

突中的利害决定。 利害越大,一国对退让成本的容忍度就越低,坚持对抗的决心就越

大。⑤ 冲突成本是指冲突对本国造成的成本,对该成本的容忍度越高,则决心越大。

一方面,弱国在不对称冲突中的利害往往更大,因而对退让成本的容忍度更低。

利害包括固有成本(intrinsic cost)和声誉成本( reputational cost),前者是指退让所导

致的直接利益损失,后者是指退让所增加的未来遭遇对方挑战的风险。⑥ 从固有成本

维度看,由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强国倾向于向弱国提出苛刻(甚至威胁弱国政权生

存)的要求,⑦而弱国显然不会对强国提如此要求。 这意味着弱国退让的固有成本通

常远大于强国。 从声誉成本维度看,同样由于实力差距悬殊,弱国因强国退让而在未

来挑战强国的可信度低于强国因弱国退让而在未来挑战弱国的可信度。 对方实施挑

战的可信度越低,己方对声誉成本就越不敏感。⑧ 再加之强国往往拥有威胁弱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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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而弱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①因此弱国可能面临的最坏后果远比强国的最坏后

果更糟。 这些利害差异决定了弱国通常更不愿意让步。

另一方面,强国巨大的实力优势会降低其与弱国发生冲突时的成本预期,从而导

致其对冲突成本的容忍度更低。② 经验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世界第

一强国对冲突成本特别是战场上的伤亡成本的容忍度越来越低。③ 越南战争以后,

“伤亡厌恶(casualty-aversion)”和“保护平民(civilian protection)”成为美国高度接受

的战争规范和战场目标,这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对冲突成本的敏感度。④ 相反,弱国对

冲突成本相对不敏感。 这既是因为弱国国内社会会因与强国对抗而激发起更高的凝

聚力,进而为本国政府提供更广泛的支持,⑤更重要的是,弱国在冲突中的利害往往更

大,而利害越大,国家对冲突成本的容忍度就越高。⑥

弱国对退让成本的低容忍度和对冲突成本的高容忍度决定了不对称冲突中弱国

的决心通常大于强国的决心。⑦ 这是弱国能够战胜强国的基础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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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效应

由于决心对比对冲突结果产生作用依赖于双方对彼此决心程度的认知,因此尽管

弱国拥有决心优势,但有关决心的信息不确定性仍可能干扰冲突结果。① 然而,实力

不对称对双方的决心对比存在显著的“选择效应”。② 这种选择效应会对卷入冲突的

强弱双方的决心水平类型做出更有利于弱国的“筛选”,从而进一步扩大强国与弱国

的决心差距。 就像实力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实力信息不确定问题一样,决心差

距也会因选择效应的扩大而极大地降低信息不确定问题的干扰。

为理解这种选择效应,须首先厘清冲突发生的一般过程。 如图 1 所示,冲突的发

生经历了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挑战国 C 在“不发起挑战”和“发起挑战”两个选项

中做出选择:如果选择前者,则冲突不发生;如果选择后者,则博弈进入第二阶段。 第

二阶段中被挑战国 D 在“接受 C 的要求”和“反抗”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前

者,冲突同样不发生;只有当第一阶段 C 选择挑战且第二阶段 D 选择反抗时,冲突才

会发生。

图 1　 冲突发生的一般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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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理解,不妨将 C 和 D 视为两个群体。① 冲突发生的过程会对这两个群体中

个体的决心水平做出筛选:第一阶段会过滤掉那些决心水平不够高而选择了“不挑

战”的 C,第二阶段会过滤掉那些决心水平不够高而选择了“接受要求”的 D。 因为筛

选一定是从决心最低的个体开始过滤,哪个群体被过滤掉的个体数量更多,说明该群

体剩下的个体的平均决心水平更高,也就意味着其获胜概率更大。

在 C 和 D 实力差距悬殊即冲突是不对称冲突的情况下,冲突发生过程对双方决

心的上述选择效应会出现明显的不对称,并由此使筛选后剩下的强国和弱国的平均决

心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具体而言,实力不对称会通过四种机制影响强国和弱国在冲

突发生过程中的决策,进而强化冲突发生时双方决心对比的反向不对称。

机制 1:实力不对称导致强弱双方对冲突的审慎程度不同。 由于资源和能力有

限,弱国具有避免冲突的固有倾向,②只有在利害非常高时才会选择与强国发生实质

性冲突。 而对强国来说,它们拥有为边缘利益而发动或加入战争的资本:一方面,强国

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有能力给对手造成更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强国知道即使没能实现

其目标,冲突和战争也不会威胁到自身生存。③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强国做出与弱国发生冲突的决策相对于弱国做出与强国发生冲突的决策要更轻率。

机制 2:实力不对称导致强弱双方选择与对方发生冲突的主要依据不同。 只有当

与强国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在争议问题上自身利益高于强国且担心这种对自身不利的

状态会持续或进一步恶化时,弱国才可能考虑挑起与强国的冲突。④ 与弱国不同,强

国决定是否向弱国发起挑战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弱国让步的可能性即实现目标的难

易程度,弱国让步的可能性越高,强国越可能发出挑战。⑤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向强国发起挑战的弱国的决心通常比向弱国发起挑战的强国更强。⑥

机制 3:实力不对称导致强弱双方对对方的事前关注程度不同。 对弱国而言,强

国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其切身利益,因此在和平时期,弱国会持续保持对强国的密切关

·06·

　 弱权即公理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也可将 C 和 D 理解为两个个体,那么冲突发生过程筛选的则是这两个个体决心水平高的概率。 这两种

理解是等价的。
Maurice A. East, “Size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A Test of Two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25,

No.4, 1973, pp.556-576.
Patricia L. Sullivan, Who Wins? Predicting Strategic Success and Failure in Armed Conflict, p.29.
T. V. Paul,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p.16.
Michael A. Allen and Benjamin O. Fordham, “From Melos to Baghdad: Explaining Resistance to Milita-

rized Challenges from More Powerful States,” p.1034; Melanie W. Sisson, “Choosing to Lose: How Ex-Ante Ex-
pectations Determine Asymmetric Conflict Outcomes,” p.41.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p.578.



　 2022 年第 5 期

注。 相反,由于弱国不具备从根本上威胁自己根本利益的能力,因此强国平时对弱国

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弱国对自己的关注度。①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发生

前的关注度差异决定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策略选择会比强国面对弱国时的策略选择

更有计划性和针对性。

机制 4:实力不对称导致强国和弱国对另一方对抗行为的信息敏感程度不同。 由

于实力对比悬殊,初始状态下双方都会倾向于认为强国更占优势。 因此,对弱国来说,

强国发起冲突或者在冲突中反抗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情况”,不会显著影响弱国对

强国类型(强硬还是软弱)的既有估计。 而对强国来说,弱国发起冲突在一定程度上

属于“反常”现象,更有可能影响强国对弱国类型的估计。②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弱国对抗行为所负载的信息量大于强国对抗行为所负载的信息量。

受这四种机制的影响,不对称冲突存在两种具体的选择效应:其一,当 C 是强国

时,在第一阶段受前三种机制的影响,强国会相对轻率地挑战弱国。 换言之,在这一阶

段,只有极少数量的强国被过滤掉(选择不挑战),选择发起挑战的强国既有高决心水

平的、也有低决心水平的。 在第二阶段,受机制 1 和机制 3 影响,弱国会审慎地决定是

否反抗,大部分弱国会因此被过滤掉(选择接受),选择反抗的几乎只有高决心水平的

弱国。 这种不对称过滤的结果是弱国群体被过滤掉的个体数量远多于强国群体被过

滤掉的个体数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这种情况下弱国获胜的概率(远)大于强国获胜

的概率,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 1:在由强国发起的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强国获胜的概率[用

条件概率的形式表示,即 p(弱胜 |强发)>p(强胜 |强发),下同]。

其二,当 C 是弱国时,在第一阶段同样受前三种机制影响,弱国会审慎地决定是

否挑战强国,这导致大部分弱国会被过滤掉,能够做出挑战强国这种决定的几乎只有

高决心水平的弱国。 而在第二阶段,受机制 4 影响,弱国挑战强国这一“反常”现象所

负载的决心信息导致决心最低的那部分强国个体被过滤掉(选择接受),最终选择反

抗的强国因此包括高决心水平的个体和一部分较低决心水平的个体。 相对而言,由于

弱国群体被过滤掉的个体数量更多,因此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弱国获胜的概率更大,因

此有如下假设。

假设 2:在由弱国发起的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强国获胜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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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弱胜 |弱发)>p(强胜 |弱发)]。

根据上述分析,在弱国发起冲突的情况下,强国被过滤的个体数量多于强国发起

冲突时强国被过滤的数量。 这意味着前一种情况下剩余强国与弱国的平均决心水平

差距小于后一种情况下剩余强国与弱国的决心水平差距,因此又有如下假设:

假设 3:强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弱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弱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弱国

获胜的概率[p(弱胜 |强发)>p(弱胜 |弱发)]。

假设 4:弱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强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强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强国

获胜的概率[p(强胜 |弱发)>p(强胜 |强发)]。

在上述四个假设均成立的情况下,有连不等式 p(弱胜 | 强发) >p(弱胜 | 弱发) >

p(强胜 |弱发)>p(强胜 |强发)。

综合这四个假设,决心选择理论对不对称冲突的结果提出了三个独特“预言”:第

一,根据假设 1 和假设 2,无论是由弱国发起还是强国发起,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概

率都大于强国获胜概率。 该预言直接挑战了“强权即公理”这一命题:假如“强权即公

理”正确,那么当强国和弱国发生冲突时,弱国向强国让步亦即“强国让弱国做了弱国

不愿做的事”的概率,即使不是 100%,至少应该显著大于强国向弱国让步即“弱国让

强国做了强国不愿做的事”的概率。 然而预言 1 却显示“弱国让强国做强国不愿做的

事”的概率更大。 第二,根据上述连不等式,强国发起冲突时弱国相对强国的胜率优

势比弱国自己发起冲突时弱国相对强国的胜率优势更大。① 第三,根据假设 3 和假设

4,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抢先发起冲突都会减小自己的获胜概率。 对弱国而言,如果

说确证了的预言 1 赋予了其“弱权即公理”的权力优势,那么确证了的预言 2 和预言 3

则“诅咒”:如果冲突是由弱国发起的,其权力优势将缩水。 显然,后两个预言与“冲突

发起方更有优势”这个学界主流看法相反。②

四　 统计检验

由于前文提出的决心选择理论的四个假设都是概率性的,因此本部分采用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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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对其做出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标准界定

“不对称冲突”概念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主要指军事安全领域的冲突,包括战争和

非战争冲突。 本文沿袭这一理解,选择国际冲突研究广泛使用的 ICB 数据库作为数据

来源。① 学界对“实力不对称”较普遍的操作化标准是实力比≥5。② 本文根据这一标

准及 ICB 数据库提供的“实力差距(POWDIS)”数据,收集到 1946—2017 年共 254 场

在实力不对称国家之间发生的危机事件。③

在不对称冲突中,弱国通常从一开始就不以在战场上取得对强国的完全胜利为目

标。 即使打成平手或者陷入僵局甚至失败,只要军事上没有被彻底击败,对弱国来说就

意味着政治上的胜利。④ 越南战争在某些数据库中被编码为美国在军事上获胜,但美国

通常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方。⑤ 中美在朝鲜战争中事实上打成平手,但两国对该战争

的评价却截然相反。⑥ 有鉴于此,现有不对称冲突实证研究的通行做法是将僵局和相

互妥协等强国未明确获胜的情况均编码为强国负弱国胜。⑦ 本文沿袭这一编码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和 ICB 数据库提供的“危机结果(OUTCOM)”数据,可以得到 254

场不对称冲突中强国和弱国分别为发起方的情况下强国和弱国的获胜比例(见表 1)。
四种情况的实际比例与理论部分的四个假设完全一致:(1)如假设 1 所预期的,强国

发起的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比例(75.4%)大于强国获胜的比例(24.6%);(2)如假设 2
所预期的,弱国发起的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比例 ( 61. 7%) 大于强国获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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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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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317;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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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如假设 3 所预期的,强国发起冲突时弱国获胜的比例(75.4%)大于弱国

发起冲突时弱国获胜的比例(61.7%);(4)如假设 4 所预期的,弱国发起冲突时强国获

胜的比例(38.3%)大于强国发起冲突时强国获胜的比例(24.6%)。 不仅如此,卡方检

验显示,发起国类型与冲突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p<0.05),这说明上述概率大小关

系很可能并非随机而是由特定机制导致的。

表 1　 发起国类型与 1946—2017 年不对称冲突结果的卡方检验

发起国类型
冲突结果

强国获胜 弱国获胜
总计

强国发起
33 场

(24.6%)
101 场

(75.4%)
134 场
(100%)

弱国发起
46 场

(38.3%)
74 场

(61.7%)
120 场
(100%)

Pearson chi2(1)= 5.5502

Pr= 0.01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第 14 版 ICB 2(actor level)数据库数据整理制作,参见 https: / / sites.duke.
edu / icbdata /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30 日。

(二)对假设 1 和假设 2 的检验

为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根据发起方是强国还是弱国,本文将总共 254 场不对称

冲突划分为 134 场由强国发起的冲突和 120 场由弱国发起的冲突两个子集,根据 ICB
2 数据库提供的发起方和反应方的相关数据,将以危机为描述对象的原始事件数据转

换为以国家为描述对象的捉对(dyadic)数据。
假设一和假设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相同。 自变量为冲突参与国的相对实力身

份,弱国记为 1,强国记为 0。 因变量为参与国在冲突中的结果,获胜记为 1,失败记为 0。
由于这两个假设涉及比较冲突双方获胜概率的差异,这里选择五类在冲突双方之间可

能存在差异的变量作为统计推断的控制变量。
(1)地理临近性。 既有研究提示,冲突发生地点与本国的距离越近,本国在冲突

中的利害越大,①实施威胁的成本越低。② 因此这类变量的总体预期是冲突发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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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国距离越近,本国获胜的概率越高。① 本类变量具体包括本国距冲突发生地点的

距离(本国距离)和对方距冲突发生地点的距离(对方距离)两个指标。 数据来源为

ICB 2 数据库的“危机行为体距危机发生地距离(CRACTLOC)”数据,取值范围为

[1,4]。数值越大,距离越远。

(2)政体类型。 学界对究竟哪一种政体更有助于国家在冲突中获胜存在争论。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民主国家”对冲突成本的容忍程度更低,因而更容易选择退让。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战争伤亡的敏感性有助于“民主国家”更可信地展示其决心,③同

时“民主国家”会更倾向于选择加入那些时间较短、成本较低的战争,所以“民主国家”

比“非民主国家”更有可能赢得冲突。④ 本类变量包括本国政体和对方政体两个指标。

数据来源为 ICB 2 数据库的“危机行为体政体(REGIME)”数据。 “民主政体”赋值为 1,

“非民主政体”赋值为 0。⑤

(3)他国支持。 许多研究认为,能否获得他国支持是弱国确保自身安全的最重要

条件。⑥ 获得他国支持包括与他国结盟(但盟国不一定直接介入冲突)和获得他国(不

一定是正式盟国)的直接援助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提供的是政治支持和潜在威慑,后

者主要提供的是可用的物质资源。 因此本类变量包括四个指标:本国结盟情况、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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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Record, Beating Goliath: Why Insurgencies Win, chapter 2.



结盟情况、本国在冲突中获得他国支援情况以及对方在冲突中获得他国支援情况。 前

两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为 ICB2 数据库的“联盟实力(ALLYCAP)”数据,取值范围为

[1,4],数值越大,同盟力量越强。 后两个指标的数据根据 ICB 2 原始数据中“同一场

危机(CRISNO)”中是否存在“其他国家与本国的对手发生子危机(CRACNO)”确定,

存在赋值为 1,否则为 0。

(4)核武器。 有研究指出,拥有核武器后国家在面对冲突或胁迫时更倾向于采取

强硬立场,拒绝让步。① 本类变量包括本国核能力和对方核能力两个指标。 数据来源

为 ICB 2 数据库的“危机行为体核能力(NUCLEAR)”数据,取值范围为[1,4]。 数值

越大,核能力越强。

(5)国内状况。 有研究发现,当面临政权安全等国内威胁时,国家更愿意在领土

争端中让步。② 为更全面控制可能的国内影响因素,本类变量共包括 8 个指标,即本

国和对方的国内经济状况、社会动荡状况、群体暴力状况和政府稳定性。 数据来源分

别为 ICB 2 数据库的“行为体经济状况(ECONDT)”“社会动荡(SOCUNR)” “群体暴

力(MASSVL)”和“政府不稳定性(GVINST)”数据,取值范围均为[1,3],数值越大,状

况越好。③ 假设 1 和假设 2 各变量描述统计数据见表 2 和表 3。

表 2　 假设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冲突结果 268 0.500 0.501 0 1

本国相对实力身份 268 0.500 0.501 0 1

本国距离 268 1.787 1.143 1 4

本国政体 268 0.440 0.497 0 1

本国联盟能力 268 2.351 1.169 1 4

他国对本国支持 268 0.198 0.399 0 1

本国核能力 268 2.019 1.288 1 4

本国经济状况 268 1.750 0.46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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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本国社会状况 268 1.720 0.497 1 3

本国群体暴力状况 268 1.881 0.397 1 3

本国政府稳定性 268 1.813 0.400 1 3

对方距离 268 1.787 1.143 1 4

对方政体 268 0.440 0.497 0 1

对方联盟能力 268 2.351 1.169 1 4

他国对对方支持 268 0.198 0.399 0 1

对方核能力 268 2.019 1.288 1 4

对方经济状况 268 1.750 0.467 1 3

对方社会状况 268 1.720 0.497 1 3

对方群体暴力状况 268 1.881 0.397 1 3

对方政府稳定性 268 1.813 0.400 1 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3　 假设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冲突结果 240 0.500 0.501 0 1

本国相对实力身份 240 0.500 0.501 0 1

本国距离 240 1.888 1.203 1 4

本国政体 240 0.468 0.500 0 1

本国联盟能力 240 2.429 1.169 1 4

他国对本国支持 240 0.246 0.431 0 1

本国核能力 240 2.096 1.317 1 4

本国经济状况 240 1.775 0.457 1 3

本国社会状况 240 1.713 0.514 1 3

本国群体暴力状况 240 1.888 0.409 1 3

本国政府稳定性 240 1.821 0.405 1 3

对方距离 240 1.888 1.203 1 4

对方政体 240 0.467 0.50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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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方联盟能力 240 2.429 1.169 1 4

他国对对方支持 240 0.246 0.431 0 1

对方核能力 240 2.096 1.317 1 4

对方经济状况 240 1.775 0.457 1 3

对方社会状况 240 1.713 0.514 1 3

对方群体暴力状况 240 1.888 0.409 1 3

对方政府稳定性 240 1.821 0.405 1 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假设 1 和假设 2 的因变量为二值变量,本文采用逻辑回归( logistic regression)方

法建模。 经计算,假设 1 和假设 2 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均为 3.31,说明

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两个假设的 Logit 模型结果如表 4 中的模型 1 和

模型 2 所示。 两个模型预测准确率分别为 76.12%和 71.67%,表明模型拟合优度好。

自变量“本国相对实力身份”在两个模型中均在小于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为便

于解释回归结果,让 Logit 模型报告回归系数的概率优势比。① 由模型 1 可知,在强国

发起的冲突中,本国是弱国时获胜概率优势是本国是强国时获胜概率优势的 73.3 倍。

该结果支持假设 1:在由强国发起的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强国获胜的

概率[p(弱胜 |强发)>p(强胜 |强发)]。 同理,由模型 2 可知,在弱国发起的冲突中,

弱国获胜的概率优势是强国获胜概率优势的 6.7 倍。 该结果支持假设 2:在由弱国

发起的不对称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强国获胜的概率[ p(弱胜 | 弱发) >p(强

胜 |弱发)]。

综合上述结果可得到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发起挑战,强国向

弱国让步的可能性都高于弱国向强国让步的可能性,弱国的这种胜率优势不是偶发性

的,而是系统性的。 第二,弱国在回应强国挑战时的胜率优势比弱国主动向强国发起

挑战时的胜率优势更大。 根据决心选择理论,在弱国发起冲突时,位于博弈第二阶段

的强国有机会进行自我选择并由此过滤掉一定数量的低决心水平个体,使得这种情况

下弱国的相对决心优势没有强国发起冲突时那么大,进而使前一种情况下强国与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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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概率的差距小于后一种情况。 这个只有从相对决心和选择效应的视角才能得出

的理论推论被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证实。

表 4　 强国与弱国发起的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本国相对实力身份
73.253∗∗∗∗

(49.683)
6.734∗∗∗∗

(3.391)

本国距离
0.887

(0.210)
0.939

(0.197)

本国政体
1.074

(0.404)
1.728

(0.635)

本国联盟能力
1.396

(0.285)
1.561∗∗

(0.321)

他国对本国支持
1.104

(0.532)
0.915

(0.392)

本国核能力
1.233

(0.301)
0.728

(0.164)

本国经济状况
1.654

(0.627)
1.695

(0.584)

本国社会状况
2.438∗∗

(1.058)
1.313

(0.474)

本国群体暴力状况
0.634

(0.328)
1.602

(0.717)

本国政府稳定性
1.997

(0.957)
2.611∗∗

(1.141)

对方距离
1.128

(0.267)
1.065

(0.223)

对方政体
0.931

(0.351)
0.579

(0.213)

对方联盟能力
0.716

(0.146)
0.641∗∗

(0.132)

他国对对方支持
0.906

(0.436)
1.093

(0.468)

对方核能力
0.811

(0.198)
1.373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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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对方经济状况
0.605

(0.229)
0.590

(0.203)

对方社会状况
0.410∗∗

(0.178)
0.762

(0.275)

对方群体暴力状况
1.577

(0.815)
0.624

(0.279)

对方政府稳定性
0.501

(0.240)
0.383∗∗

(0.167)

预测准确率 76.12% 71.67%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三)对假设 3 和假设 4 的检验

假设 3 和假设 4 是关于不对称冲突中强国和弱国获胜概率的比较,直接使用包括

254 个危机事件的初始数据。 仍采用上述 5 类共 9 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但每对控制

变量的主体转换为强国和弱国。 假设 3 的自变量是冲突发起方的相对实力身份,由于

观察对象是弱国,因此发起方为弱国记为 1,发起方为强国记为 0;因变量是冲突结果,

弱国获胜记为 1,强国获胜记为 0。 假设 4 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与假设 3 相同,使用相同

数据,由于观测对象是强国,因此自变量中将发起方为强国记为 1,因变量中将强国获

胜记为 1。 假设 3 和假设 4 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 5。

表 5　 假设 3 和假设 4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冲突结果 254 0.689 0.464 0 1

发起方实力身份 254 0.472 0.500 0 1

弱国距离 254 1.185 0.512 1 4

弱国政体 254 0.295 0.457 0 1

弱国联盟能力 254 1.858 0.855 1 4

他国对弱国支持 254 0.095 0.293 0 1

弱国核能力 254 1.232 0.581 1 4

弱国经济状况 254 1.697 0.494 1 3

弱国社会状况 254 1.658 0.50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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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弱国群体暴力状况 254 1.784 0.458 1 3

弱国政府稳定性 254 1.748 0.453 1 3

强国距离 254 2.484 1.281 1 4

强国政体 254 0.610 0.489 0 1

强国联盟能力 254 2.917 1.202 1 4

他国对强国支持 254 0.347 0.477 0 1

强国核能力 254 2.878 1.303 1 4

强国经济状况 254 1.827 0.419 1 3

强国社会状况 254 1.776 0.496 1 3

强国群体暴力状况 254 1.984 0.308 1 3

强国政府稳定性 254 1.886 0.331 1 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假设 3 和假设 4 各变量 VIF 最大值为 2.56,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

此建立关于假设 3 和假设 4 的 Logit 模型,结果分别见表 6 中的模型 3 和模型 4。 两个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皆为 77.17%,模型拟合优度好。

表 6　 不对称冲突中弱国与强国的获胜概率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发起方实力身份
0.430∗∗∗

(0.139)
0.430∗∗∗

(0.139)

弱国距离
0.667

(0.270)
1.499

(0.607)

弱国政体
1.528

(0.615)
0.654

(0.263)

弱国联盟能力
1.430∗

(0.307)
0.699∗

(0.150)

他国对弱国支持
2.933

(2.008)
0.341

(0.233)

弱国核能力
2.554∗∗

(1.171)
0.392∗∗

(0.179)

弱国经济状况
1.394

(0.480)
0.717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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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弱国社会状况
4.233∗∗∗

(2.065)
0.236∗∗∗

(0.115)

弱国群体暴力状况
1.289

(0.556)
0.776

(0.335)

弱国政府稳定性
1.118

(0.517)
0.895

(0.414)

强国距离
0.833

(0.165)
1.200

(0.238)

强国政体
0.917

(0.367)
1.091

(0.437)

强国联盟能力
0.697

(0.157)
1.436

(0.324)

他国对强国支持
1.073

(0.449)
0.932

(0.390)

强国核能力
1.289

(0.277)
0.776

(0.166)

强国经济状况
0.404∗

(0.192)
2.477∗

(1.180)

强国社会状况
0.952

(0.375)
1.050

(0.413)

强国群体暴力状况
2.289

(1.465)
0.437

(0.280)

强国政府稳定性
0.310∗∗

(0.175)
3.231∗∗

(1.828)

预测准确率 77.17% 77.17%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自变量发起方实力身份在两个模型中均在小于 0.01 的水平上显著。 由模型 3 可

知,当发起国为弱国时弱国获胜的概率优势是发起国为强国时弱国获胜概率优势的

0.43,该结果支持假设 3:强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弱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弱国发起不对称

冲突时弱国获胜的概率[p(弱胜 |强发)>p(弱胜 |弱发)]。 同理,模型 4 的结果支持假

设 4:弱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强国获胜的概率大于强国发起不对称冲突时强国获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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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p(强胜 |弱发)>p(强胜 |强发)]。 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结果印证了决心选择理论

的另一个判断,即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等待对方首先发起挑战都好过自己首先发起

挑战。 换言之,不对称冲突不存在先发优势,不鼓励主动出击。

(四)对模型结果的补充分析

控制变量的结果大多未超出现有认识范畴。 政体类型在四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这

与迈克尔·德施(Michael C. Desch)等学者“民主制度与冲突结果无关”的观点一

致。① 如前文所指出的,政体对冲突结果的双向影响可能是导致其作用没有想象中那

样显著的重要原因。 在他国支持这类变量中,联盟在部分模型中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显

著性,而他国实际支持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决心选择理论的

一个基本思想:将冲突持续下去的定力而不是物质实力是影响不对称冲突结果的更直

接因素。 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弱国核能力均显著而强国核能力不显著,这印证了“核

武器是弱者的武器”这一论断。② 与联盟一样,核武器提供的是威慑而非实战功能,核

武器主要通过削弱强国对冲突升级风险的承受能力提升弱国获胜概率。 此外,国内经

济、社会状况和政府稳定性等国内因素会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对称冲突结果产生符合常

识预期的影响。

唯一与现有知识不一致的结果是地理临近性这一因素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冲突发生地点距本国较近固然会增加本国在冲突中的利害,但同

时也可能降低本国的成本容忍度。

(五)稳健性检验

这里采用两种方法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③ 首先,用“冲突双方至少存在 10 倍

实力差距”这一标准替换现有的“至少存在 5 倍实力差距”标准,④据此得到原样本的

一个子集。 该子集的 Logit 建模结果依然支持全部四个假设。 在强国发起的冲突中,

弱国获胜概率优势是强国获胜概率优势的 6387 倍(p<0.001);在弱国发起的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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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获胜概率是强国获胜概率优势的 9.3 倍(p<0.05)。 这说明,在实力差距更悬殊的

不对称冲突中,弱国同样拥有比强国更大的胜率,并且在强国发起的冲突中弱国依然

拥有比在自己发起的冲突中更大的胜率优势,这种优势比强弱差距不那么悬殊时更

大。 弱国(强国)发起冲突时弱国(强国)获胜的概率比强国(弱国)发起时小 54.1%
(p<0.1),说明实力差距更悬殊的不对称冲突依然拒绝先动优势。

其次,用“胜、负、僵局”三值变量替换现有的“胜、负”二值变量,重新测量四个假

设的因变量。① 对新数据进行多元 Logit 分析,结果依然支持各假设。 在强国发起的

冲突中,弱国失败(即强国获胜)的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atio)是弱国获胜的 0.043
(p<0.001),双方形成僵局的相对风险比是弱国获胜的 0.206(p<0.05);在弱国发起的

冲突中,弱国失败的相对风险比是其获胜的 0.388(p<0.1)。 这些结果再次证明,在弱

国和强国发起的冲突中,弱国获胜的概率均大于强国,且强国发起冲突时弱国相对强

国获胜的概率优势大于弱国自己发起冲突时弱国的相对获胜的概率优势。 发起方是

弱国时,弱国失败的相对风险比是弱国获胜的 2.357 倍(p<0.05);发起方是强国时,强
国失败的相对风险比是强国获胜的 2.357 倍(p<0.05),陷入僵局的相对风险比是强国

获胜的 2.310 倍(p<0.1)。 这些结果再次证明,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等待对方发起冲

突都好过自己发起冲突。

五　 结论

决心选择理论认为,在发生冲突且弱国不会因拒绝服从强国而丧失决策自主性的

情况下,弱国所固有的并且因选择效应而强化的相对决心优势将导致强国向弱国让步

的可能性大于弱国向强国让步的可能性。 只要强国与弱国的实力对比不发生性质变

化,这个概率性结果就不会发生性质变化。 除了让我们对实力与权力的关系做出反思

之外,决心选择理论还为以下一些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方法问题提供了原创性解释和

有益启发。
首先是决定国家间互动结果的最主要因素。 国家间互动结果及其规律是国际关

系(宏)理论的核心解释对象,对此现实主义提出了“实力选择”解释、自由主义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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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选择”解释、建构主义提出了“文化选择”解释。① 本文的研究提示,国家间互动

的结果可能还存在一个现有理论范式尚未充分注意到的“决心选择”解释:谁的决心

更大,谁就更有可能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和竞争中占据优势。 相较于“制度选择”

和“文化选择”,“决心选择”与“实力选择”的范式可通约程度最高,但决心对比与实

力对比又存在反比关系。 这意味着如果能够调和“决心”与“实力”两种逻辑,将其整

合进统一的理论框架,将有可能实现范式层面的理论创新。 在战略层面,“决心选择”

逻辑凸显了“决心”在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在国际竞争中捍卫国家利益上的重要性。 对

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如何有效增强并可信表达自己的决心是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得以保持和延续的原因。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原则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

秩序的两个基础性规范,其被遵守程度均在不断上升。 一方面,独立的弱国数量持续

增加,②主权规范日益内化;③另一方面,各类战争频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④大国越来

越将战争视为最后手段并日趋限于自卫目的。⑤ 在这种趋势下,“米洛斯对话”越来越

偏离当代国际政治现实。⑥ 决心选择理论从个体理性角度揭示了这些重要现象发生

和延续的原因: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国在冲突中的胜率更低意味着“弱肉强

食”受到极大限制,强国挑战弱国的意愿会因频繁的失利而被不断削弱;另一方面,无

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等待而不是主动发起挑战对自己都更有利,这又保证了不存在

“强肉弱食”,即弱国不会因为拥有“权力优势”而被鼓励主动挑起对强国的冲突。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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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选择理论所揭示的这种双向约束机制是当下成为有史以来国际和平和制度化程度

最高的时代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大国获取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大国获取国际影响力归根结底有三种

途径:一是通过纯粹暴力将不服从的国家消灭或兼并,二是通过胁迫迫使他国服从,三

是通过利益交换诱使他国服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规范和机

制,纯粹暴力曾是最盛行的大国对外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权规范的深化使得纯

粹暴力不再是合法选项,这迫使大国退而选择胁迫途径。 而根据决心选择理论,当军

事手段的实质由纯粹暴力转变为胁迫后,决定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就由相对实力转变

为相对决心,实力优势在这种决心竞争中反而会成为大国实现目标的障碍。 纯粹暴力

不合法,胁迫又效率低下,这使得大国只能逐渐学会更多地依靠利益交换获取影响力。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这种转变,①也有诸如等级制、安全供

给和小国庇护等不少理论假定大国有动机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等好处,②决心选择理

论为这些判断和假定提供了理性层面的重要依据。

最后是选择效应问题。 选择效应指出,一个事件发生后对该事件结果的预期与该

事件发生前对该事件结果的预期可能存在差异;影响事件结果的因素与影响事件发生

的因素重合度越高,这种差异就会越明显。 而国际政治(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学

科)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许多事件(如战争)只有在已发生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获得用

于分析其结果的数据,但是绝大多数国际政治事件都并非随机发生而是源于人们的选

择,很多事件影响其结果的因素在一开始也影响着人们的选择本身。 这意味着选择效

应问题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广泛存在。③ 如果忽略了选择效应对相关参数的过滤和筛

选作用,那么无论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有多“海量”或数据计算本身有多精准,都很难避

免从中得出与事实不符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

(截稿:2021 年 12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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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dgemen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Zou Zhibo　 (27)

【Abstract】The world is undergo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ang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speeding 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the topic: what kind of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issue involves how to judg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means we need to develop a scientific method to understand and judge the internation-

al order. By analyzing the components,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hould be judged from both the static

and the dynamic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atic perspective, we focus on the (in-)exist-

en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its components. The former is about

the ( in-) existence of stable relationships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ccepted by all countries; the latter consists of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the completenes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we use

the duration of a certain international order to evaluate its stability. Taking Tributary

order and Westphalia order as examples and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com-

pleteness, reasonableness and stability, this standard has been verifi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norms, international law, Tributary or-

der, Westphalia order

【Author】Zou Zhibo,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ak Is Might: The Balance of Resolve, Selection Effect, and the Outcome of

Asymmetric Conflicts

Yang Yuan　 (46)

【Abstract】It is widely accepted in IR studies that the advantage of strength is the ad-

vantage of power, which means that a strong state is more likely to win in an as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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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 conflict than a weak one.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asymmetric con-

flicts neglects to conduct horizontal comparisons of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countries, so this intuition lack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Ai-

ming at filling this gap,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Resolve-Selection Theory of asym-

metric conflict (RST). The theory holds that the balance of resolv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conflict is the core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most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asymmetry of the strength balance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will

lead to the reverse asymmetry of the resolv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he

relative resolve advantage of the weak will be further increased due to the “selection

effect” . Therefore, in asymmetric conflicts, the strong rather than the weak are more

likely to give in to the other side. RST has passed the statistical test based on the da-

ta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Database from 1946 to 2017, and to some ex-

tent challenges the common sense of “Might is right” . In addition to forcing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and power, RST also provides original per-

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why the

post-World-War-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der was maintained, and why the major

means of power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has changed from coercion to interest

exchange. More importantly, RST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resolve selection” logic that

has not been fully noticed by the three existing mainstream paradigms, which provides

a novel entry point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t the paradig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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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wer transi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a power shift occurs between a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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